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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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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是如何读圣经的？
——以吴雷川与赵紫宸处理《圣经》的原则与方法为例


梁慧博士
(中国浙江大学中文系讲师)

《圣经》传入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唐朝时景教的东传，至元代传入王室，及至明清时耶稣会士在华的大规模传教，它逐渐被中国的士大夫与平民百姓接受、阅读，并成为信仰的依据和来源。到了清末之后，由于圣经被完整地、以多种语体的形式被翻译，更是为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所广泛传阅，无论是信仰者，还是当时的反教人士，都必需仔细看待与处理这本西方最伟大的经典。本文关注的是，在《圣经》传入中国之前，国人已经面对一种或多重的经典，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社会，儒、释、道三教的互动沟通，形成了庞大的宗教体系，在如此诸多的经典面前，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他是如何处理与阅读《圣经》的？他的阅读与西方的信仰皈依者有何不同？他从圣经中读出了什么样富有中国文化特色与历史处境的信息，这种信息对于《圣经》的启示抑或基督教信仰而言，究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还是一种误读，甚或僭越？
由于中国现代[1]是一个神学思想较为活跃、学者辈出的时期，我们在这里仅选取吴雷川与赵紫宸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以他们读《圣经》的原则与方法来检视中国信徒面对圣经的态度和独特的文本阐释，以此反思中国神学所作的贡献及其不足之处。
一、讨论读《圣经》的缘起
1921年，在《生命月刊》[2]第一卷第六期，赵紫宸[3]、吴雷川[4]和吴耀宗[5]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6]的专题文章，在这篇言简意赅的短文中，这三位中国现代神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发表了各自对于读《圣经》的看法，阐述的主要内容围绕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读圣经的动机、缘由何在？第二：用什么方法解读《圣经》及其相关的教义？对此，三个人基于自身对于基督教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简略地总结，赵紫宸读经的出发点是「要得生命」，吴雷川的是「救己救人」，吴耀宗的是「基督徒的人格高尚、基督教的事业令人钦佩」，相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赵紫宸和吴雷川阐述的读经之动机较为清晰明确，比较能够代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仰需求，以及那一代信徒对于《圣经》经典的处理态度，而吴耀宗的看法相对较为笼统。以下，我们对赵、吴两人的读经观和读经方法作较为详尽的论述。 
二、我为什么要读圣经？
对于「我为什么要读经」，赵紫宸的回答是「圣经是生命书，我读圣经，为是要得生命，要从这生命利己利人救国济世，小子不敏，未敢自弃。」[7]对于曾在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神学教育、深受19世纪自由派神学影响的赵紫宸而言，他看待基督教是「一种意识、一种肯定的个人与社会存在，一种新生命，耶稣基督已实践出来」[8]，具体而言，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以经文，乃是以耶稣基督为依据，这不是提倡基督徒不去遵守经训，而是强调「基督教不是经本的宗教，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以生命为根基的宗教」[9]。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在他的早期神学观中，赵紫宸曾经有将宗教和生命等同的做法，一方面受施莱尔马赫等经验神学的影响，他将圣经看作是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并在此过程中呈现了适应时局处境的各种宗教经验，而这些经验在耶稣那里得到了总结，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另一方面，他又将进化论引入神学，认为人通过宗教经验最终会来到耶稣面前，因为只有耶稣才将人类的经验达致高峰。由此，他指出「我们不要在老远的不知找上帝，乃要在直接的、人心交射互透的意识里，生命里，找上帝」[10]，人是在生命中找到上帝的实存，而上帝也正是在人的生命中显现其真理，并推动生命一直「鼓铸向前」，直至「得到最丰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又是以生命为根基的宗教。宗教与生命是统一的。赵紫宸「要得生命」的读经理由，发表时间较早，他所提及的「生命」概念是否已涵括了上述的独特涵义，对此他没有展开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其早期神学观来看，还是一生的主要思想倾向分析，他还是比较重视基督教与个体的关系，强调个人的精神生活与宗教经验，因此在回答基督教何以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时，他提供的方案也是人格救国，但具体而论，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灵性更新，即人格之更新，其次才是社会政治的变革，他认为只有实现了前者，才能促成一个完善社会的到来，短文中他所提到的「要从这生命利己利人救国济世」蕴含的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同赵紫宸相比，吴雷川的回应则更为详尽，他说：「我未作基督徒之先，是因为研究基督教的圣经，信仰总得确定。及至既作基督徒之后，更知道基督徒不但要增进自己的灵修，也应当将自己所信的，传给别人。若是不研究圣经，便一切没有基础。所以我为要自救救人的原故，在近五年中，读经的功夫，可说是没有甚么间断。」[11]他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阅读圣经的动机。在接触基督教之前，吴雷川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儒家学者，后与赵紫宸同在燕京大学任教，并担任校长，由于没有接受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对圣经和相关书籍的阅读只能限于中文译本，这是他较为苦恼的一点，在这篇短文中他进行了描述：「基督教的教义，本是宏通普遍，振适应各时代的要求。可惜我于科学哲学，一点不懂。又不通外国文，凡是研究圣经的名著，没有译成汉文的，都无缘参考。偶然有一知半解，也算不了甚么心得。不得已勉强回答，只可说藉着每日读经，叫我不忘记我是基督徒。又因读经之后，稍用思想，有时也能策励自己的行为，叫我不至于成为腐败无用的基督徒罢了。」[12]但这些问题并不妨碍他读圣经的热情，在认信耶稣基督之前，他自述读经是为了确立信仰，一句话是为了自己的得救，而在作了基督徒后，读经的动机转变为灵修，一方面是增进对于教义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以此检视日常行为。然而，研读圣经若仅为修身省察,这是不符合吴雷川的人生观，内蕴于生命中的儒家伦理思想使得他倡导「人生唯一的原则，就是个人应当将所有的良知良能尽力发展，在言论，品德，事功，各方面，对于人类有所贡献。」[13]因此，将自己所信的传给他人，寻求以基督教的真理改造社会、救济民生，成为他读经的第二个动机，而事实上，在他信仰耶稣基督之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将学术研究的重心都放在了宗教如何「救人救世」，「自救」成为「救人」的前提，但也是在「救人」中得以成全。从这个意义而言，基督教对于他不仅是个人的福音，也是社会的福音，两者皆不可偏废。
从以上对赵、吴两人读经动机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都关注基督信仰在特定的历史处境下对于中国的贡献，提倡人格救国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进路上，赵紫宸偏重个人的得救与灵性更新，而吴雷川则看重信仰的实践和社会功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要得生命」与「救己救人」也分别代表了他们读经的取向，构成各自诠释基督教经典的原则。
三、用什么方法读圣经？
确立了读经的原则，在回答「用什么方法读圣经」时，两人作出了不同的表述。赵紫宸的读经方法简单扼要，他说：「我读经之法有二，即是批判法与尚友法。批判圣经是要知每卷的人，地，时，文，旨；而免盲从，而得真知。用尚友法的缘由，是要与贤，圣，救主，上帝相通，藉以诚心以见天心，使我得到灵修充分的效果。但此二法的好处，也不外乎使我得生命，又使我所接触的人，都从我言行文章得着生命。」[14]在这里，赵紫宸提到了他读经的两种方法，一是「批判法」，具体而言，就是历史批判法，这是现代释经学常用的方法，注重的是经文被写作时的历史处境，即作者的身份背景、写作的对象、成书的原因、文本的体裁、格式等，这种方法能使读者「明白经文的历史背景及其用意」，但是它的局限在于「不能让我们窥见文学的特征及诠释过程中读者、经文与阅读本身的功能」[15]，即忽视了读者的社会处境对于诠释经文会产生的影响。也许意识到这一方法的不足，赵紫宸在「批判法」的基础上，又使用了「尚友法」，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与古代的贤人、圣人、耶稣基督以及上帝心灵相交，明白其教训和旨意，要达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一种「诚心」，即「宗教的虔心」才能做到，在这里，赵紫宸承认历史的、科学的方法不能帮助人完全解读经文，读经在很大的层面上是人与上帝的交通，一方面是人「对谒上帝」，聆听他的话语，另一方面是上帝对人说话，向人自我呈现。尽管在赵紫宸神学思想的早期，他还是倾向于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解读圣经，但是他也认识到「诚心」对于读经的不可或缺性，关于这一点，到了三十年代末，他有了更深入的体认，曾说:「我觉得读别的书比较容易，只有读圣经最难。在读的时候，我无论如何热心，依然不免怀疑而批评，而不懂经句中的真意思。历史的批判，科学的研究，好像害了我似的，使我不能直截了当地信受，纯粹彻底地享用。我读圣经，非有专籍的指引不可。其实，这并不可以为训。许多信徒诚心读经，把不懂的地方搁在一边，把了解的章句当作灵粮，受益要比我多的多。」[16]赵紫宸「批判法」和「尚友法」兼而并用的做法，
表明他既想遵循圣经的诠释学传统，但又试图从个人的生命情境中领受经文的意义，因此，他的读经是历史的阐释与个体宗教经验的一种综合。
相对于赵紫宸的「批判法」和「尚友法」，吴雷川使用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方法，具体是：「我常盼望我的知识，能随着世界进化，也能就着现世界的情（形），与圣经上所说的事理，互相印证。凡是前人陈旧的解释，与现在社会不相合的，一切都不拘守。这或者可说是我内心所用的方法。」[17]在这里，我们看到，吴雷川是用进化的观点读解圣经，一方面，认为圣经上的事可与现世界相印证，另一方面，若前人的解释古不符今，则不拘守。以下，我们做具体的分析。
作为一个儒学背景浓厚的中国现代基督徒，吴雷川对于圣经的阐释不是基于西方的解释学传统，他的方法直接来自于其对宗教的体认，即与他特定的信仰公例有关。尽管信奉基督教，但是吴雷川是以一种十分宽泛而多元的意识来看待它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他没有特别强调基督信仰的唯一性和优越性，而是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中，基督教较之其它宗教和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更能为国家的变革提供具体有效的贡献，因此，他阅读圣经是要读出经文的当下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表达，即他寻求的不是历史处境的相符，而是试图印证经文与现时代观念的契合。为了维护自己的解经立场，吴雷川提出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宗教观念，即进化的宗教观。在其代表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他对这个观念作了详尽的论述，概括而言，他考察人的本能，认为宗教起源于欲求，欲求推动人生不断向上，因而宗教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既然它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因此它本身也必与时代一同进化，言下之意，宗教也是与时俱进的[18]。基于这一认识，当他解读基督教经典和儒家经典时，他就不能接受那些灵异的内容，认为宇宙在进化，宗教在进化，这些存在于原始宗教中的神秘东西应该被去除。因此，他在读圣经时，无论对于基督教的教义，还是经文和材料本身，都是有所选择地加以解读和阐释的，挑选的依据就是自己进化的宗教观。对于吴雷川的「宗教是推动社会的原动力」这一主张，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看待的？赵紫宸的批判可说最具代表性，他指出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他没有说宗教怎样能为推动社会的原动力，更没有以人对上帝的信念为这个力量」[19]。他认为吴雷川从儒家的「人生而有欲」 出发，将欲求作为宗教的起源，是否表示宗教即是欲，「若然是欲，那末是那一种欲？因为宗教发展欲，也禁止欲，限制欲？」[20]他觉得吴雷川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欲，也没有解释欲是如何使得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另外，如果将宗教看作是与人的欲求有关的推动力，那么上帝何为？他仅是一个宇宙公例的奥妙，抑或大自然的法则？人神之间还需要沟通吗？显然，赵紫宸质疑在进化的宗教观之下，吴雷川所信仰的基督教已不是耶稣所传的宗教，他对于圣经作出的那些出人意表的阐释，例如「耶稣为基督」是「要取得政权以复兴犹太国」，这样的代表性观点被认为是「没有历史根基的」，也不符合圣经所载的事实[21]。在这里我们看到，赵紫宸是以其「批判法」（他的第一种读经方法）来评价吴雷川的诠释，强调解经「要知每卷的人，地，时，文，旨；而免盲从，而得真知」，因此对于吴雷川这样忽视「历史的阐解」的做法，就不能苟同。
对于赵紫宸的上述批评，吴雷川并没有直接撰文回应，但是若仔细考察他其后所写的重要著作《墨翟与耶稣》，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他的隐晦的辩解。在该书第四章的「耶稣略传」部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四福音书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历史。具体而言，他发现这些著作「都不是耶稣在世时他的门徒所记载的。各书的著作年代，前人论说不一」，尽管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它们的写成，总在耶稣去世后数十年乃至一百年，自然它们所记的就不能认为是耶稣在世时的“起居注”了。这些写福音书的人，既不会亲见耶稣的生平，他们或是根据前人所留下来的零星记载，或更加入当代所口传的耶稣故事，集和成篇。」 因此，「它们的性质本和正宗的历史不同。」[22]在这里，吴雷川对「何谓是历史的耶稣」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是有异同的，这与各著者的成书目的、「搜采之材料与编辑之方式」等有关，在著作中难免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意见，而且又由于生活的年代晚于耶稣在世的时候，著者会将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历史情势带入到写作中，这都会使得四福音书所记述的耶稣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的耶稣。既然经典本身存在这种主观意图的倾向，吴雷川认为涉及到个人的读经，当然可以「于其中选集材料，自不妨依照我们的观点以为取舍的标准。」[23]因此，他觉得从自己的宗教观念出发，对于经文加以剪裁选取，重新排列，读出「耶稣为基督即是改造社会」的原理，也是行之有效的。当然，鉴于赵紫宸的激烈批评，他在《墨翟与耶稣》中不再提及耶稣「是要作犹太人所想望的君王」，但是继续保留了其他的诠释和宗教观念。
赵、吴二人不同读经法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传统的历史批判法和个人处境神学之间的张力，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圣经的阅读者，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据经文的历史背景及其用意，但又不受其限制，同时又能在多大的空间上寻求建构适应当下处境的圣经诠释，又不使得阐解背离基本的信仰，这些问题相信对于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存在的。
其次，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及吴雷川对于宗教范畴的特定理解。在中国现代基督徒知识分子中，他一般被公认为是「最富折衷性的一位思想家」[24]，其基督教思想正是多种学说、主义、理论的混合。这很大程度上与他对宗教本身的体认有关，概括而言，吴雷川没有严格界定宗教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区别。他在讲述宗教的概念时，一个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将它与人生哲学相提并论，他认为「人生自有史以来，宗教与人生，总是有着重要而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文化史中，宗教这个名词，与哲学，文学，科学，艺术，经济，政治等类的名词，早处于同等的地位。尽管它的内容或是幼稚而蒙昧，或是衰老而腐化，我们尽可以就着它不合理的事项竭力制止，并期望它的蜕化而演进，似乎不能就说它应当完全消灭。」 [25]在这段话中，吴雷川提到了他对宗教的两个看法：一、宗教与哲学、科学等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在根本上无异。二、宗教不是「妨碍社会进化」的力量，它本身是在不断演进的，因此，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他的第一个见解，他作过具体的论述，「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便是从中延伸出来的观点，他自述这受到哲学家冯友兰的影响，后者即是将宗教与哲学等同起来，除了指出宗教“「掺有神话及由之而起之独断及仪节形式，而哲学则无之，此其异也。」[26] 吴雷川对此颇为赞成，认为宗教随着自身的进化，当铲除其神话及独断的因素，却可以保留它的仪式，以激发人的情感，他自己便对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极为推崇。但是，将宗教放置在人生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它还是信仰本身吗？赵紫宸对此提出过两点质疑：首先，「人生哲学乃是宗教经验的解释，不能便当作宗教」，言下之意，宗教不能与人生哲学划等号。其次，宗教作为信仰，它追求的对象当不仅限于人的幸福，但吴雷川更多地是关注宗教服务于人的向度，却忽视它同「超人超自然的对象」——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吴雷川对于宗教范畴的体认是人本主义的，是将一种宗教性当作了宗教[27]。
至于他的第二个见解，还是与当时的整个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回顾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西方科学主义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思想主流，无论是本土的儒、释、道等文化传统，还是外来的基督教信仰，都处在一个艰难的边缘化位置上。到了20年代，基督教的处境变得更为紧张，1922年北京大学生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界领袖的支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场夹杂着民族主义成分的抗议：「基督教是洋教，所以要坚拒。」因而会以为反对的主旨在于「基督教与中国的精神不相称」，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以研究赵紫宸见长的西方学者古爱华曾指出：「正如前些时期评估儒家思想一样，现在人们要摆脱基督教，乃是因为它无关重要，而且在科学上也显得过时的缘故。」[28]他将之称为是一个源于西方的理由。这种评价是切中肯契的，可以这样说，反基督教运动给中国教会人士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基督教能否传入中国，而是它可否对中国社会适用。在这种情境下，寻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显然让位于探求它对中国社会变革提供的实际功效。从这个视阈出发，吴雷川以进化的、发展的观念来看待宗教，正是试图为进化论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冲突作出某种调停的尝试。因此，除了提出「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这一主要观点，他也强调宗教自身处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它从原来原始宗教之「猥琐的供奉与祈祷，甚至杂用魔术」进化到「显然有高尚的理想，扩大的同情，热烈的毅力」的现代的宗教，即是明证。为了进一步调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剧烈对抗，他更是提出了「进化的宗教与科学不冲突」的主张，按照其进化的宗教观，他认为宗教独断、摧残科学已成陈迹，证据是「宗教与科学，同起源于人的本能，也同循进化的常轨。」譬如，近人承认古代魔术（获术数）是科学的前身，科学就是魔术的进化。宗教也如此。因此，宗教与科学都为人类所需，「同彰显人类有管理世界的功能」。概括而言，宗教与哲学、科学同为不息的演进，故有永久存在的价值[29]。
如何评价吴雷川对于宗教与科学等之间关系的阐发？事实上，如前所述，这个问题也是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不能回避的，宗教与科学，经验与理性，究竟要哪一个，还是都要，这确实极大地困扰着教会内外。即便是对吴雷川作出激烈批判的赵紫宸，他也一直处在该问题引发的紧张的神学夹缝中，1950年初，他在写给何明华会督的信中，道出了一个中国基督徒在那时从事神学研究的窘迫境遇：「像我这样的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边缘处境”——我站在两个冲突的意见和两个冲突的时代中间，既不完全属于这一边，亦不完全属于那一边，我因此常常生活于紧张状态之中，有时非常的痛苦。但我决定了接受这种复杂性、相对性、悲观主义、自然主义、蒙昧主义的挑战，既要科学，亦要宗教，不是认为可以到上帝那里，乃是为他所掌握。」[30]在赵紫宸神学思想的早期，他确实是想宗教、哲学和科学并举，并试图努力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协调，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科学和宗教还是分属不同的范畴，譬如「不在科学界内的生活实体，如何可说是无存在的？」[31]因此，他又认为宗教超越于科学和哲学之上，要达到它们之间的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较之赵紫宸对于宗教和科学的复杂看法，吴雷川考虑得更多是基督教的现实处境，他认为答复这个问题不仅是为了回应对基督教的排斥，更是出于「基督教能应付现实需要的真实性」之考虑，因此，讨论的重心就应该放在「基督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能有什么贡献」[32]。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以进化论神学的观念看待基督教，指出其教义宏通普遍，当是适应各个时代的要求，因而，它不会与科学、哲学等产生冲突，同时作为亘古常新的真理，它又可以将现时代各种盛行的学说、主义纳入到宗教的范畴中，从中加以综合，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提供最有效的路径。
四、结语
    如何评价赵紫宸、吴雷川的圣经诠释？作为中国现代自觉关注读经问题的两位神学家，他们代表了当时国人研读圣经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仍以历史的、经疏的解释为依据，强调圣经文本对于个体生命和灵性生活的意义，读经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达到人格的更新，其次是实现救国。另一种是从社会需求和读者处境出发，以预设的目的和观念解读圣经，重建基督教神学，寻求经文能够为特定时代提供的帮助。它们各自的利弊，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从对赵紫宸、吴雷川读经个案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教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不同时代地域下的解读之间的对抗与张力，而这种冲突反过来又丰富和延续了经典的生命，经文正是在不同向度和多重视阈的再诠释中拥有它的活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代基督徒对于圣经的阅读，无论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还是越出传统之外的「误读」，都为基督教圣经诠释学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样本。
 （本文作者准予轉載；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2006年第一期，并收录于《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李炽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11-325页）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 》第五期，2006。
　



[1] 在这里，主要指1900年至1950年这段历史时期，俗称「中华神学五十年」。
[2] 该杂志是著名的基督教刊物，由北京证道团创立，本是季刊，后改为月刊。北京证道团成立于1919年，是一个中西合璧、不分宗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团体，倡导福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教会的革新，主要成员包括司徒雷登（J. L. Stuart）、博晨光（L. C. Porter）、高厚德（H. S. Galt）、步济时（J. S. Burgess）等西籍人士，多数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以及刘廷芳、诚静怡、罗运炎、胡金生、刘经庶、洪畏莲、徐宝谦、赵紫宸等知名教会领袖和基督徒知识分子。1924年春，证道团改为“生命社”，《生命月刊》的编辑工作由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后《生命月刊》和《真理报》合并，称为《真理与生命》，赵紫宸担任总编辑，吴雷川、刘廷芳、徐宝谦、柏基根、梅贻宝、李荣芳、诚质怡、博晨光为编委。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林荣洪的《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50》，参见第55-57页，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出版。
[3] 赵紫宸（1888-1979），浙江德清人，中国现代著名的神学家和教育家。191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1914年赴美进修，获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硕士和神学学士学位。1917年至1925年任教于东吴大学，并任文理学院院长。1926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28年起担任宗教学院院长。代表作有《基督教哲学》、《耶稣传》、《神学四讲》等。
[4] 吴雷川（1870-1944），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官宦之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考得秀才。1893年（光绪十九年），考得举人。1898年，赴京参加京试与殿试，分别考得贡士和进士，后又被点为翰林。1905年至1909年，任江北高等学堂校长。同年，进士馆服务。武昌革命之后，曾短期任杭州市长，后因骚乱等原因离职。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后赴北京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参事，前后达14年之久。1922年，在燕京大学兼任授课，1925年被聘为专任教授，1926年出任燕大副校长，1929年起更任校长。1934年，辞去校长职务，回任教授。1940年，日本发动战争，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后因病去世。主要的著作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墨翟与耶稣》等。
[5] 吴耀宗（1893-1979），广东顺德人，毕业于北京税务学堂。1918年入基督教，1924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神学硕士学位。1927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曾任青年协会书局总编辑等。1949年之后，任中国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等，著有《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基督教与新中国》等。
[6] 载于《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
[7] 同上，第1页。
[8] L. M. Ng (吴利明), Christianity and Social Change: The Case in China 1920-1950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Seminary, 1971), P. 96-97, 此书的中文版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此处转引自邵玉铭的“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一文，载于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3页。
[9] 赵紫宸，〈宣教师与真理〉，《生命》III, 3.1922, 第9页。
[10] 赵紫宸，《基督教哲学》，中华基督教文社，1925年版，第340页。
[11] 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生命月刊》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页。
[12] 同上，第1页。
[13] 吴雷川，〈人格——耶稣与孔子〉，《生命月刊》第五卷第三期,1925年，第5页。
[14] 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第1页。
[15] 李炽昌教授编：《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亚洲处境神学论丛[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导言部分，第1页。
[16] 赵紫宸，〈谈谈我的心灵修养〉，载于徐宝谦编的《灵修经验谭》，上海青年协会1947版，第21页。
[17] 赵紫宸、吴雷川、吴耀宗，〈我为什么要读圣经？用什么方法读圣经？〉，第1页。
[18]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基》），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36年初版，1940年再版，第1章，第3页。
[19] 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3页。
[20] 同上，第414页。
[21] 同上，第424页。
[22]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署名：吴震春），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1940年，第80页。
[23] 同上，第79至80页。
[24] 邵玉铭，〈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载于刘小枫主编的《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84页。
[25] 吴雷川，〈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载于张西平、卓新平主编的《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此文节选自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
[26] 参见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转引自《基》，第5页。
[27] 参见赵紫宸的〈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真理与生命》第十卷第七期，1936年12月，第414至415页。
[28] 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邓肇明译，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29] 《基》第1章，第5页。
[30] 此信写于1950年1月12日，现归于日内瓦普教协档案，转引自古爱华的《赵紫宸的神学思想》，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31] 赵紫宸，〈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生命》第一卷第六册，1921年，第11页。
[32] 参见吴雷川的〈基督教更新与中国民族复兴〉，《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71至74页。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 》第五期，2006。









1

